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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形下植生特性對於淺層崩塌發生之影響 
楊建宏(1)  宋國彰(2)  許愷岐(1)  張勵婉(4) 

摘  要 
植被覆蓋可以降低淺層崩塌發生的機率，然而過去研究重點多集中在植物對於坡面穩定

的淨效益，而未針對各別植生特性對於崩塌發生的影響力進行探討，此外在不同地形下這些植

生特性對於坡面穩定的效力也可能有所變化。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有兩個：(1)哪項植生特性對於

淺層塌發生的影響力最顯著；(2)在不同地形中，這些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是否會有所變化。本

研究地點位於臺灣南投縣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面積為 25 ha)，該樣區在 2008 年完成每木調查，

紀錄所有胸高直徑(DBH)大於 1 cm 的木本植物，後於同年遭卡玫基及辛克樂颱風侵襲引發 11
處的崩塌(總計 0.9159 ha)。本研究利用崩塌前木本植物的 DBH 代入已發表公式來推算植株密

度、樹高、樹冠幅面積、基徑、根冠面積及植物生物量等六項植生特性，並搭配坡度、凸起度

及是否有溪溝經過三項地形水文因子，以邏輯斯迴歸來比較各項植生特性在全樣區、凸地(凸起

度>5 m)、坡面(-5 m≤凸起度≤5 m)及凹地(凸起度<-5 m)的影響力。結果顯示，在全樣區中基徑

為最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其次是根冠面積。依不同地形類別來看，在凸地所有的植生特性都

不具有影響力，而坡面則以根冠面積具有影響力，凹地有影響力者為樹冠幅面積及基徑。根據

研究結果建議未來在進行崩塌地植生復育時，所選擇的木本植物種類應具備大的基徑、根冠面

積及小的樹冠幅之特性。 

(關鍵詞：邏輯斯迴歸、崩塌前植生特性、植生復育、潛層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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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geta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hallow landslides. Past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net 
effects of vegetation rather than effects of vegetation properties on slope stability.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tackle the two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ich vegetation property is most influential to slope 
stability; (2) Does the influential extent of vegetation properties change with topography (i.e. convex 
slopes, straight slopes, concave slopes). The study site was located in Lienhuachih Forest Dynamics 
Plot (the area is 25 ha), Nantou, Taiwan. Every tree with diameter of breast height (DBH) larger than 
or equal to 1 cm was recorded. Eleven landslides (the total area was 0.9159 ha) were triggered by 
Typhoons Kalmaegi and Sinlaku in the same year. Total of three topographic hydrological variables 
(i.e. slope, convexity and creek passing) and six vegetation variables (i.e. tree density, tree height (TH), 
tree crown area (TCA), the girth of tree base (GTB), root crown area (RCA) and tree biomass (TB))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 occurrence. TH, TCA, GTB, RCA and TB were 
calculated with DBH data from tree census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that had been publishe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vegetation properties on landslide occurrence at the 
whole plot, convex slopes (convexity > 5 m), straight slopes (-5 m < convexity < 5 m) and concave 
slopes (convexity < -5 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TB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vegetation property 
on the whole plot, followed by RCA. All vegetation properties were not significant on convex slopes. 
RCA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perties on straight slopes, and TCA and GTB on concave slopes. For 
landslide remediation, we suggested that the woody species with large GTB and RCA, and small TCA 
should be used. 

(Keywords：Logistic regression, Pre-landslide vegetation properties, Recovery of vegetation, Shallow 

landslides)

前言 

降雨所引發的淺層崩塌對於環境、經濟

及社會都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Nadim et al., 

2006)，短期會影響水質及土壤生產力，甚至

造成生命危險(Hamilton, 2008)；長期來看則

能夠改變地形、影響土壤資源的可利用性

(Sidle & Ochiai, 2006)。誘發淺層崩塌發生的

因子眾多，其中又以地形因子中的坡度及凸

起度對淺層崩塌的影響力最大。一般來說，

坡度越陡則崩塌發生機率越大(Genet et al., 

2010)，而當坡度到達 30 度以後發生機率則

會大幅地增加(Iwahashi et al., 2012)。凸起度

方面，崩塌發生於凹地的機率是高於凸地的，

這是因為地表的凹凸程度是左右水分留存程

度的主因(Iwahashi et al., 2012)。除此之外，

水流也是影響坡面穩定性的重要因子，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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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經過的地方坡面會更容易發生崩塌

(Cruden, 1991)。在臺灣地區，根據詹勳全等

(2015)的研究結果顯示，潛層崩塌主要是發生

在坡度小於 50°的東南至西向坡上。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都指出如果坡面上

有植群存在，坡面安全系數大約能夠增加 20-

30%(Fan & Lai, 2014; Ji et al., 2012; Kokutse et 

al., 2006; Mao et al., 2014)，這是因為植生的

水文及機械作用改變坡面性質的緣故

(Greenway, 1987)。不同的植生特性對於坡面

穩定性的影響也有所差異，一般常被探討的

植生特性有植株密度、樹高、樹冠幅面積、基

徑、根系加勁力及植物生物量。森林的植株

密度越高則坡面穩定性越高(Fan & Lai, 2014; 

Genet et al., 2010)，這是因為越高的植株密度，

意味著地底下的根系密度也越高，同時林間

孔隙也會越小(Genet et al., 2010, 2008)；風力

可以透過樹冠及樹幹傳到地面(Coder, 2010)，

進而降低坡面穩定性 (Coppin & Richards, 

2007)。所以當森林樹高越高，樹冠垂直截面

積越大，風力透過林木傳導後對於坡面的影

響力也會越大。樹冠大約可以截留總降雨量

的 15-35%(Taniguchi et al., 1996)，若落到地

面的降水量減少時，土壤孔隙水壓上升速度

也會減緩，所以樹冠幅面積增加是有助於減

緩崩塌發生的(Mao et al., 2014)；降雨時雨水

會隨著樹幹流入土壤，快速增加土壤水含量，

此現象稱為樹幹流。樹幹流雖然占總降雨量

的比例不高，卻提供了 10-20%的土壤水含量

(Tanaka et al., 1996; Taniguchi et al., 1996)。而

基徑越大，沿樹幹流入土壤中的雨水越多

(Tanaka et al., 1996)，崩塌發生機會就越大

(Stokes et al., 2009)；土壤滑動會使根系受到

拉伸或壓縮，在根系發生形變時將會提供土

壤根力來增加坡面的抗剪強度 (Cohen & 

Schwarz, 2017)。影響根系加勁力的根系特徵

有很多，如根系密度、根徑粗細、根系深度等

等。整體來說，根系密度越高、根徑直徑越粗、

根系深度越深，根系所能提供越多的加勁力

給周圍土壤(Genet et al., 2010, 2008; Ji et al., 

2012; Stokes et al., 2009)；最後是植物生物量

的部分，此項植生特性對坡面安全係數的影

響是取決於樹木生長的位置。根據 Genet et al., 

(2010)的模擬結果，當樹木只生長於坡腳時整

體坡面安全系數可以增加 10.2%，但若樹木

只生長於坡頂，坡面安全系數反而會較裸露

坡面減少 41.7%。 

整體而言，雖然植被有助於減緩淺層崩

塌的發生(Stokes et al., 2009)，但各項植生特

性對於坡面安全系數的影響是不一致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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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研究大多僅僅探討其中一到二項的植生特

性，幾乎沒有研究是針對多項植生特性交互

作用後對於坡面穩定性的影響進行探討。除

此之外，過去研究已指出生物量在上坡和下

坡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Genet et al., 2010)，這

種於不同坡面位置影響力有所差異的情形也

可能會出現在其它植生特性中。藉由瞭解植

生特性在不同坡面位置對於穩定性的影響，

將有助於未來植生工程於坡面治理的應用。 

過去大多數針對崩塌的研究多會使用

NDVI 或植生覆蓋率等(如林昭遠、藍欣茹，

2015；陳樹群等，2012)來作為植生特性進行

分析，此些指標雖然可以大面積地快速蒐集，

但卻難以反應各別的植生特性，然而若要完

整收集所有植生現地資料往往需要耗費巨大

的成本。所幸大多數的植生特性都與胸高直

徑(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有著高度相

關性，因此可以利用 DBH 推估獲得。臺灣南

投的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於 2008 年完成每

木調查，同年遭到卡玫基及辛克勒颱風侵襲

於樣區內發生了 11 處的崩塌。本研究將利用

此次崩塌前所調查完成的植生資料及崩塌位

置，來探討以下兩個問題：(1)對於淺層崩塌

的發生，哪項植生特性的影響力最大？(2)當

地形凸起度有所不相同時，各項植生特性對

於淺層崩塌發生的影響力會不會因此而改變？ 

研究方法 

1.研究地點 

本研究地點位於臺灣南投縣魚池鄉的

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 (Lienhuachih forest 

dynamics plot)(N23°54’49”, E120°52’43”)，此

森林動態樣區是依據依美國史密斯熱帶研究

所熱帶森林科學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ropical Forest Science, 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 USA)制定的規範，於 2008

年建立的長期研究樣區。樣區設立是利用經

緯儀每隔 20 m 水平距離標定一個基準點，並

記錄該點之海拔高。每四個基準點所圍成的

20 m × 20 m的區域會被稱為樣方(quadrat)，

是執行森林動態樣區調查時一個標準且獨立

的調查範圍，故為森林動態樣區的基本單元

(如圖 1 框線所示)。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共有

625個樣方，面積總計25 ha(500 m × 500 m)。

在樣區設置完成後會對區域內所有 DBH 大

於 1 cm 的木本植物進行調查，記錄其物種、

所在位置及 DBH。根據樣區基準點資料得知

此樣區海拔介於 667 m 至 845 m 之間，平均

坡度 36°，最陡坡達 77°(圖 1a)。此次調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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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了 153,261 株林木，分屬有 46 科 144 種，

其中以殼斗科(Fagaceae)最為優勢，其次為樟

科(Lauraceae)及茜草科(Rubiaceae)(張勵婉等，

2012)。氣候部分，該區年均溫 20.4°C，1 月

均溫為 14.4°C，7 月均溫為 24.5°C；年降雨

量為 2,439 mm，主要集中於 5 至 9 月間(圖

2)。2008 年每木調查結束後，臺灣遭受颱風

卡玫基及辛克樂的侵襲。這兩場颱風在南投

縣分別於兩日內降下 556.5 mm 及 800.0 mm

的 雨 量 ( 日 月 潭 氣 象 站 ， N23°54’29”, 

E120°53’00”)。並於樣區內引發了 11處崩塌，

總面積計 9,159.47 m2。當中最大者達 2,561.62 

m2，最小僅有 83.85 m2 (張勵婉等，2017)(圖

1c)。 

圖 1 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之(a)坡度地形圖、(b)凸起度及(c)崩塌樣方分布圖。圖中每個網格為

20 m × 20 m 的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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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之生態氣候圖。圖

中雨量曲線高於溫度曲線之月份為相對潮濕

期 (relative humid) ， 藍 色月 份 為極 濕期

(perhumid)。 

 

 

圖 3 本研究計算坡度及凸起度之示意圖。圖

中 O1-O4 四個基準點所圍之樣方為欲計算坡

度及凸起度之目標樣方，A1-A12 周圍八個樣

方之基準點。 

2.分析方法 

(1)分析變數 

本研究將以樣方為分析單元，計算每個

樣方的坡度、凸起度、是否有溪溝經過、植株

密度、樹高、樹冠幅面積、基徑、根冠面積及

木本植物生物量。並套疊卡玫基及辛克樂颱

風所造成的崩塌位置圖，將所有樣方區分為

無崩塌樣方及有崩塌樣方(圖 1c)。藉由上述

於崩塌前所調查到的地形、水文及植生資料

作為分析變數來評估植生特性對於崩塌的影

響力，其中坡度及凸起度會利用樣區內基準

點所紀錄的海拔高來進行計算。坡度方面，計

算方法為目標樣方周圍四個基準點(O1-O4)

中海拔最高者扣除最低者算出高程差，再以

底邊(20 m 或 28.28 m)計算求得。例如樣方

(0,0)最高標竿 SW 為 803.68 m；最高標竿 NE

為 777.90 m，高程差為 25.78 m，底邊為

28.28m，故坡度為 42.31゜；凸起度則是以目

標樣方周圍八個鄰近樣方外圍的十二個基準

點(A1-A12)平均海拔高扣除目標樣方四個基

準點(O1-O4)的平均海拔高(圖 3)。是否有溪

溝經過的判定則使用 ArcGIS10.2 進行套疊，

來選取出所有有溪溝流經的樣方。 

用於分析之植生特性包含了植株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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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高、樹冠幅面積、基徑、根冠面積及木本植

物生物量。其中植生密度指單位面積內的植

株數量；樹高指樹梢頂端至地面的垂直距離；

樹冠幅面積指樹冠枝葉所涵蓋的投影面積；

基徑為樹木與地面交接處樹幹的直徑；根冠

面積為樹木根系所涵蓋的範圍；而木本植物

生物量是指樹木地上部及地下部重量的總合。

大多數的植生特性(除植株密度外)都與 DBH

有著高度相關性，所以即使當年未對每株林

木的樹高、樹冠幅面積、基徑、根冠面積及木

本植物生物量進行現場測量，亦可經由過去

研究結果的迴歸式來進行估算。雖然在蓮華

池地區尚未有研究完整建立各項植生特性與

DBH 間的推估公式，所幸除基徑外均有前人

進行過相關的研究。故除植株密度及基徑外，

本研究分析使用的植生特性均會參酌過去研

究結果，以作為崩塌發生影響之推估使用。

植株密度因 2008 年每木調查有紀錄每株林

木之座標及所屬樣方，因此可以直接從調查

結果得知。惟基徑與 DBH 的相關性過去並未

有相關學者進行過探討，為獲得此項植生特

性本研究假設林木為均勻之圓錐體，如此一

表 1 本研究植生特性代號、計算公式及參考文獻。 

植生特性 代號 公式 參考文獻 
胸高直徑 D 現場測量 - 

植株密度 WD 以每木調查結果計算 - 

樹高 H H = 1.3 +
31.3194

[1 + 1 0.0328D1.2487⁄ ] (Huang et al., 1992) 

樹冠幅面積 CA CA = ((15.233D + 1.1331) 2⁄ )2𝜋𝜋 (Hemery et al., 2005) 

基徑 GTB GTB = D × �
H

H − 1.3
� - 

根冠面積 RCA RCA = �
5.8 × D1.05

100
�
2

π (Roering et al., 2003) 

地下部生物量 RB logRB = log0.031 + 2.38logD (Lai et al., 2013) 

地上部生物量 AGB AGB = exp�−2.977 + 𝑙𝑙𝑙𝑙 (𝜌𝜌D2H)� ≡ 0.0509(𝜌𝜌D2H) (Chave et al., 2005) 

木本植物生物量 TB TB =
(RB + AGB)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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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兩者間便會呈比例關係。經幾何計算後即

可得知，基徑與胸高直徑比等於樹高與樹高

扣 1.3 m，藉此將可推算出每株林木之基徑。

本研究所有使用的植生特性之推估公式與引

用文獻皆列於表 1 中，而木材密度則以 0.68 

g/cm3 (Slik et al., 2008)作為參考。 

(2)分析方法 

為先瞭解無崩塌及有崩塌樣方間各項

變數是否有差異，會先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來進行比較，並挑

出顯著性小於 0.05 的變數來進行下一步分析。

又為探討不同凸起度對崩塌發生有影響力的

植生特性是否有所差異，將會依地形區分出

四個類別來進行分析，分別是全樣區、凸地

(如山頭、稜線等)、坡面及凹地(如山谷、溪溝

等)。當中全樣區是指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內

所有樣方，不以凸起度加以區分。而凸地則

定義為凸起度大於 5 m 的樣方；坡面則為凸

起度介於-5 m 到 5 m 內的樣方；凹地則為凸

起度小於-5 m 的樣方(圖 1b)。下一步將使用

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來作為各項

變數對於崩塌發生影響力的評估工具。邏輯

斯迴歸除了經常被用於進行風險的評估外，

也可計算出每一項變數上升時事件(即崩塌)

所增加的風險程度(Kleinbaum, 2010)。其公式

為： 

𝑃𝑃�(𝑥𝑥) =
1

1 + 𝑒𝑒−(𝛼𝛼+∑𝛽𝛽𝑖𝑖𝑋𝑋𝑖𝑖)
 

 式中𝑃𝑃�(𝑥𝑥)為事件發生機率；𝛼𝛼為背景機

率(background)；𝛽𝛽𝑖𝑖為當變數𝑋𝑋𝑖𝑖上升一單位時，

事件發生的風險增加程度。利用式中之𝛽𝛽值即

可評估每項變數對於崩塌發生的影響力，當

𝛽𝛽值越大則代表變數影響力越大。而當𝛽𝛽值為

負時則代表會降低崩塌發生的機率，當為正

值時則表示該變數會增加崩塌發生的風險。

最後，為挑選出真正有影響力之變數，將會

使用向後選取法(stepwise backward variable 

selection)來排除顯著性大於 0.1 的變數。前述

分析會使用 SPSS19 來進行。 

 經由 ROC(receiver operating curve)計算

出的 AUC(area under curve)可作為評斷該模

型優劣的標準，有助於瞭解經邏輯斯迴歸所

產生模型是否有判別力。當 AUC 為 0.0-0.5

時，則此模型的判別結果幾乎是錯的

(negative discrimination)；當 AUC 為 0.5 時，

代表沒有判別力(no discrimination)；當 AUC

為 0.5-0.6 間時，則指判別力不佳 (failed 

discrimination)；當 AUC 介於 0.6-0.7 間時，

此模型判別力尚可(poor discrimination)；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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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 介於 0.7-0.8 間時，意指判別力不錯(fair 

discrimination)；當 AUC 為 0.8-0.9 時，為判

別力良好(good discrimination)；當AUC為0.9-

1.0 之間時，代表模型擁有極好的判別力

(excellent discrimination)(Kleinbaum, 2010)。 

結果與討論 

無崩塌樣方和有崩塌樣方的地形間是

明顯不同的，前者大多位於凸地或坡面；而

有崩塌樣方凸起度則為負值，意味凹地發生

崩塌的比例是比較高的。坡度方面，雖然從

平均值來看兩者差異並不大(僅相差 1.78°)，

但統計結果卻有顯著差異(表 2)，表示有崩塌

樣方明顯比較陡峭。崩塌發生前有無崩塌樣

方的植生特性比較結果顯示，除了樹高以外，

其它項植生特性在無崩塌樣方和有崩塌樣方

間都有顯著差異(表 2)。植株密度、樹冠幅面

積、基徑、根冠面積及木本植物生物量都是

在無崩塌樣方比較高，由此可知有較多植物

生長的樣方，其崩塌發生比例是相對低的。 

除了在凸地外，其它三個類別(即全樣

區、坡面、凹地)的 ROC 均介於 0.8 至 0.85，

屬於所建立模型判別力良好(表 3)，代表本研

究模擬分析之結果是足以相信的。就全樣區

來看「是否有溪溝經過」為左右崩塌發生最

關鍵的因素，其影響力遠高於其它地形及植

生特性。而凸起度的影響力又較坡度來得高，

每當凸起度每增加 1 m 則崩塌發生機率會下

降 0.079%，而坡度每增加 1°則崩塌發生機率

便會上升 0.046%。植生特性方面，只有基徑

和根冠面積是有顯著性的，其它對於崩塌發

生的機率並沒有顯著影響。兩者又以基徑的

𝛽𝛽值較高，並且夠降低崩塌發生的可能性(表

3)。 

將凸起度的分類考慮進去後則有顯著

性的變數便會有所不同。在凸地時，不管是

何項地形及植生特性對於崩塌的發生都是沒

有顯著性的，由此可知影響凸地崩塌發生的

因子並未被本篇研究所掌握。在坡面及凹地

中，「是否有溪溝經過」仍為最有影響力的因

子，坡度於這兩個類別均會增加崩塌發生的

可能性，反倒是在凹地時凸起度增加是會提

升崩塌發生的機率，這和在全樣區及坡面中

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表 3)；有顯著性之植生特

性在坡面及凹地是有所差異的。在坡面時僅

有根冠面積會降低崩塌發生的機率，但此因

子到了凹地便沒有顯著性。凹地有影響力的

植生特性則為樹冠幅面積及基徑，其中前者

會稍微增加崩塌發生的機率，但後者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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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無崩塌樣方及有崩塌樣方之地形及植生特性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 

 無崩塌樣方 有崩塌樣方 p-values 
坡度 (∘) 32.11 33.89 0.0165* 

凸起度 (m) 1.75 -4.68 0.0001** 

植株密度 (stems) 277.88 178.80 0.0001** 

樹高 (m) 17.40 17.77 0.1195 

樹冠幅面積 (m2) 1,121.40 802.81 0.0001** 

基徑 (cm) 1,588.90 1,108.90 0.0001** 

根冠面積 (m2) 262.74 196.21 0.0001** 

木本植物生物量 (ton) 15.36 11.53 0.0001** 

*：p<0.05   **：p<0.01 

大幅地降低崩塌的發生(表 3)。就植生特性對

於崩塌發生機率整體的表現來看，可以發現

即使是相同的植生特性在不同的類別中也會

有著不一樣的表現，即在某些類別下是有極

強的影響力，但其它條件則是不顯著的。植

株密度及木本植物生物量則是於任何狀況下

都沒有顯著性。最後基徑只要是有顯著性的

情況下，就都是最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𝛽𝛽值

甚至高過凸起度及坡度，僅次於「是否有溪

溝經過」(表 3)。 

Iwahashi et al., (2012)指出坡度及凸起度

是崩塌是否會發生的重要的因子，本研究結

果也支持相關的看法。在四種類別中，除凸

地外坡度及凸起度皆有顯著性及相當程度的

影響力(表 3)。比較特別的是，在凹地中凸起

度增加反而會促使崩塌發生。這是因為被歸

類於凹地的樣方都是位於蓮華池森林動態樣

區的下坡或河谷處，所以凹地中凸起度高和

低的區域分別是整個坡地的下坡處及河谷

(圖 1b)。河谷本身就是比較不容易發生崩塌

的位置，而下坡處則因為土壤水含量高屬於

崩塌的好發地(Schwarz et al., 2010)。 

本研究坡度及凸起度是利用現場量測

之海拔高計算而成，雖以經緯儀測量精準度

相當高，但在進行人為測量時或多或少會發

生人為及系統性的誤差(林宏麟，1995)。而蓮

華池森林動態樣區測繪是由樣區西南角開始

進行，不可避免地在離初始測量點越遠的基

準點越容易會有誤差產生，進而影響到坡度

及凸起度的計算結果。現今遙航測技術成熟，

將來可改以高解析度光達資料來繪製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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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計算坡度、凸起度等地形因子，則可

以有效避免測量上人為及系統的誤差。另一

方面，分析時直接以溪溝是否經過作為變數

進行，也確實證明了有河道經過的樣方其崩

塌機率會大幅增加(表 3)。然而即使是沒有溪

溝流經的區域也可能擁有高土壤含水率或於

降雨時產生臨時的優勢流道(preferential flow 

paths)。地形溼度指數 (topography wetness 

index, TWI)是利用坡度及上坡排水面積計算

出來的水文指標，TWI 高的地區可以預期在

降雨發生時該處會有比較多的水流通過

(Sørensen & Seibert, 2007)。因此未來再進行

相關研究可利用 TWI 作為變數，或許更能表

現出水文對於崩塌發生的實際影響力。 

在凸地、坡面及凹地有影響力的植生特

性會不一樣，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在不

同地形類別下力學、機械、水文及土壤性質

都不盡相同，使特定植生特性在特定狀況下

可以發揮比較大的作用。例如植物根系在坡

面上除了會提供周圍土壤根系加勁力外，也

會在植株間產生拱壁效應(soil arching effect)，

進而增加上坡沒有根系覆蓋區域的安全係數，

且植株分布在越下坡處此效應越明顯(Fan & 

Lai, 2014)。因此在坡面植物根系的影響力會

高於凹地，這可能是因為拱壁效應在凹地比

較明顯，促使在沒有根系分布的區域也能夠

產生些許的穩固力，造成根系加勁力重要性

下降的緣故(表 3)。此外，Genet et al., (2010)

的模擬結果也顯示出相同的情形，即樹木生

物量在上坡及下坡處對於坡面安全係數的影

響是不相同的，雖然本研究在木本植物生物

量上並未觀察到類似的情形；第二點是植物

在生長上具有可塑性(Crispo, 2008)，當立地

條件不同時便會發展出足以適應的策略或形

態來，如此與土壤、水文等環境因子間的互

動就會出現變化，進一步改變對坡面穩定性

的影響。例如根系會受到土壤深度(Soethe et 

al., 2006)、營養及水分可利用性(Ji et al., 2012; 

Stokes et al., 2009)、在坡面位置(DiIorio et al., 

2008)等影響，而樹冠面積則會受到物種組成、

立地條件及經營策略影響(Jonckheere et al., 

2004)。正如前述，凸地、坡面及凹地的各項

立地條件在並不一致，所以植生特性也不會

有相同的表現，像是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中

凹地的平均樹高會較凸地來得高，而基徑則

是凸地比凹地還要大。 

過去普遍認為根系是促進坡面穩定最

重要的植生特性(Stokes et al., 2009)，但這與

本研究結果有所出入。雖然根冠面積在全樣

區及坡面上都有顯著性，但其影響力並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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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內(不以凸起度區分)及凸地(凸起度>5 m)、坡面(-5 m≤凸起度≤5 m)、

凹地(凸起度<-5 m)各項因子邏輯斯迴歸之𝛽𝛽值。

變數 
類別 

全樣區 凸地 坡面 凹地 

AUC 0.851 0.500 0.799 0.850 

是否有溪溝經過 2.378  No sig. 3.316 2.286 

坡度 0.046  No sig. 0.062  0.068 

凸起度 -0.079  No sig. -0.202  0.103 

植株密度 No sig. No sig. No sig. No sig. 

樹冠幅面積 No sig. No sig. No sig. 0.008  

基徑 -0.087 No sig. No sig. -0.743 

根冠面積 -0.003 No sig. -0.007  No sig. 

木本植物生物量 No sig. No sig. No sig. No sig. 

No sig.：沒有顯著性。 

預期中的高(表 3)。這可能是因為根冠面積是

利用國外公式進行推估，所以有嚴重低估的

情形發生。根據 Vyskot (1976)的研究結果，

林木之根冠面積應大約為樹冠投影面積的

60%左右，但樣方內的根冠面積大約只有樹

冠幅面積的 23-24%左右(表 2)。造成這低估

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Roering et al. (2003)所建

立 DBH 及樹冠半徑推估公式的樹種是美國

西 海 岸 俄 勒 岡 海 岸 山 脈 的 花 旗 松

(Pseudotsuga menziesii)。縱使分析前已有進行

調整以讓推估公式更適用於臺灣地區，然而

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多達 144 種木本植物，

且大多為闊葉樹種(張勵婉等，2012)，所以仍

不可避免地會有誤差產生。過去普遍認為越

大的基徑樹幹流的量越多(Taniguchi et al., 

1996)，入滲後快速增加土壤水含量，因此是

不利於坡面穩定的(Schwarz et al., 2010)。但

本研究的結果卻顯示基徑越大崩塌發生機率

越低(表 3)。這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基徑推

算並不正確，因為其它所有的植生特性均是

經前人研究所得，而只有基徑是利用假設林

木為圓錐體來進行幾何計算推估的，所以可

能基徑與 DBH 間的關係並非如此，導致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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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結果和現實狀況產生落差；亦有可能

基徑除了會增加樹幹流量外，確實還存在著

其它可以穩定坡面的作用存在，故需要針對

基徑與坡面穩定性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 

有顯著性的植生特性除了基徑外，其於

𝛽𝛽值都較地形因子來得低，且許多植生特性是

沒有顯著性的(表 3)。邏輯斯迴歸中𝛽𝛽值是指

該變數每上升一單位，事件發生增加的百分

比數(Kleinbaum, 2010)。相較於地形因子，植

生特性單位大多是較小的(如 m 或 m2)。如果

不看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影響力而是以整體的

影響力來評估的話，植生特性不見得會比地

形因子來得低。以全樣區來說，無崩塌樣方

及有崩塌樣方之根冠面積分別是 262.74 m2

及 196.21 m2，相差 66.53 m2；而凸起度則分

別為 1.75 m 及-4.68 m，相差僅 6.43 m(表 2)。

再配合表 3 之𝛽𝛽值，則根冠面積及凸起度的總

影響力應分別為 0.1996 及 0.5080。凸起度的

整體影響力約為根冠面積的 2.5 倍，比起原

本兩項因子每單位的影響力相差約 29 倍縮

小了許多。綜合上述，可以知道就地形因子

每增加一個單位對於坡面穩定性的影響力絕

對是遠大於植生特性的，但考量到總體影響

力的話，植生特性對於坡面穩定也確實是不

可忽視的力量。 

 整體來說，在全樣區中基徑是減緩崩塌

發生最重要的植生特性，其次是根冠面積，

且在不同的凸起度下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也

有所不同(表 3)。然而為更準確地找出影響崩

塌的關鍵植生特性，仍有幾點項目可以精進。

首先，雖然本研究已經盡量引用與臺灣地區

相近試驗地的推估公式，但仍與蓮華池森林

動態樣區的現地情形會有所差距。因此未來

建立蓮華池森林動態樣區 DBH 與其它各項

植生特性間的推估公式將有助於避免此問題

的發生；再來，需要找到適合臺灣山區進行

崩塌地分析的網格尺度。本研究是以永久樣

區的樣方作為分析網格，即為 20 m×20 m 的

矩形。在進行網格分析時，會因為每個地區

的地形起伏程度及探討對象，而適用的網格

大小會有所不同。例如在平坦地區適合較粗

的網格尺度，而當地形崎嶇時則應用較細的

網格來進行分析(Cavazzi et al., 2013)。所以

Claessens et al. (2005)曾指出，沒有最佳的網

格可以來預測崩塌發生，只有最適合的網格

大小；接著，需要更準確地切分所有橫跨兩

個樣方以上的植生特性。例如大樹樹冠是有

機會橫跨兩個以上的樣方，而實際的影響範

圍也是會涉及所有覆蓋的區域。但在本研究

中是依該林木所在位置將所有樹冠幅面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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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樣方所有。如此一來臨近樣方內可會發

生實際上有被樹冠影響，但卻無法反應在樣

方的值上；最後，是有關有崩塌樣方的定義

必需更加明確。在本研究中只要經過 GIS 疊

圖後有與崩塌範圍相交即視為有發生崩塌的

樣方，然而部分有崩塌樣方內實際崩塌的面

積可能十分狹小。所以應該設定一個適當的

門檻，來排除這些僅有一小部分崩塌的樣方。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坡面穩定性而言

植生特性確實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且會

隨著所在位置不同而有所改變。在蓮華池森

林動態樣區內基徑為最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

其次是根冠面積。若以不同地形類別來看的

話，在凸地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本研究並未

找到，而坡面則以根冠面積具有影響力，凹

地有影響力者為樹冠幅面積及基徑。為了更

準確地找出有影響力的植生特性，未來需要

有幾點進行精進，分別為建立蓮華池森林動

態樣區內 DBH與其它植生特性之推估公式、

找尋最佳預測網格尺度、更準確地切分跨樣

方之植生特性及建立更有代表性的有崩塌樣

方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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